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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

高校陆续整体或部分迁至大后方，以及受英美势力

实际控制的上海租界、香港。高校内迁(迁移)①长期

以来是抗战史与教育史的重要议题，与之相关的研

究成果丰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领域的研究较

多聚焦“迁”；之后又关注到“不迁”及“迁”与“不迁”

之纠结。既有研究尚未注意到“部分迁/部分不

迁”。这种现象在当时实具普遍性，大致分两种情

况：第一种是一些高校就近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其

中部分学校又将一部分院系或师生迁至大后方，或

几年后在大后方开办分校；第二种是主体部分迁至

大后方，小部分师生留守已成为沦陷区的原校址或

迁入租界，以本校或其他名义办学。从政权角度看，

某所高校“迁”之“部分”多在重庆国民政府治下办

学，“不迁”之“部分”往往在外国势力实际控制的租

界或日伪控制的沦陷区办学。此外，“部分迁/部分

不迁”本身就蕴含相关各方对是否“迁”的犹豫或争

议，甚至有“回迁”沦陷区的可能性。

国立(公立)大学较少存在“部分迁/部分不迁”的

情形，而较多私立与教会大学在战时的某些时段有

过此种经历。这既受私立或教会大学迁移经费短

缺、受政府支持有限与落地不易等因素限制，亦与办

学者的国家民族认同与中日之外的第三方国际因素

有关。战时各教会大学办学地点转移情形各异，已

有一些通论性研究，并多能注意到各教会大学的内

迁抉择受教会势力深度影响。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以

抗战初期的金陵大学为个案，揭示该校内迁过程、回

迁可能性及各方关于这些问题争议中的美国因

素。③本文所指的美国因素系广义言之，既包括中国

教会大学蕴含的美国教会因素及其带来的“中西”治

理结构、教会大学校产的美国属性，也包括美国在中

国抗战初期的立场及美日关系。

一、局势变动中的美国因素：金陵大学内迁的

抉择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

始。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位于南京，校方随即

计划应变预案。8月初，金大会计主任毕律斯(Elsie
M. Priest)在致创始人委员会(Board of Founders)秘书

抗战初期金陵大学内迁争议中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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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思德(B. A. Garside)的信中称，校方一方面做好照

常开学的准备，同时“为任何必要的紧急措施作出稳

妥和明智的计划”。④当时校方仅强调保护校产与设

备，尚未提及迁校的可能性。8月31日，淞沪抗战已

爆发半月，南京的局势日益危急，毕律斯致函在宁与

在外度假的西籍教师，称从8月15日至今，南京已遭

受三四十次轰炸，校园很不安全。她通报校方已经

联系华西协合大学，准备将一部分事业迁往该校，同

时在南京留一个小团队保护校产。⑤这就说明金大

校方的迁校计划早于8月底即已决定。

9月1日，毕律斯又致函称金大不准备于近期西

迁，如今冬形势依然混乱，“我们会仔细考虑迁移的

地点”。这个决定与南京已有 3 天未遭受轰炸有

关。⑥这说明此时校方打消即行西迁成都的计划，但

仍有在形势逼迫下寻找新办学地的预案。翌日，校

长陈裕光致函葛思德，称如果局势依然严峻，校方可

能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并强调“这些天所有事情都

是不确定的”。⑦虽然二者的话锋并不完全一致，但

均肯定迁校与否视局势而定。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完成私立

大学立案，金陵大学理事会(Board of Mangers)于1927
年 11月改组为校董会(Board of Directors)，任命中国

籍的陈裕光为校长。1928年 8月，金大完成立案。

1929年 4月，美国的托事部(Board of Trustees)正式改

组为创始人委员会(下文简称“创始人会”)。在中国

教会大学的制度框架内，创始人会与校董会均为金

大的决策机构，创始人会对学校的校务、财务与外籍

教师的聘任拥有最终决定权。⑧上述陈裕光与毕律

斯致函葛思德，是代表校方向创始人会通报当地

情况。

9月 8日，陈裕光写信给西籍教职员，表示校方

对是否在南京继续办学“犹豫不决”。⑨到9月17日，

金大校务会议决定大学部于 10月 4日在南京开学，

不迁校的原因是校方无力承担迁校的花销。⑩此次

校务会议上有28人参加投票，其中2/3赞成留南京，

1/3赞成即迁往成都。不过，这与此时南京局势相对

和缓有关。毕律斯称，如果会议推迟 3天召开(即南

京又遭受轰炸——引者注)，“会议的结果会非常不

一样”!至9月底，南京局势已非常严重，金大成为南

京唯一一所仍开学的大学。但校方已是勉力支撑，

到10月下旬，陈裕光认为如迁校经费不足，有可能将

学生带到江西牯岭进行本学期的教学。

11月 12日，上海华界地区沦陷，日军兵锋直指

南京。在 11月 14日前，金大仍正常上课。11月 15
日，教育部令金大停课。与此同时，校方决定迁校，

于11月19日结束教学工作。金大于11月25日、11
月29日、12月3日，分批迁移，1938年3月1日借成都

华西协合大学校舍开学。

金大的内迁，事先未得到创始人会与校董会的

授权。由于战争校董会会议无法召集，所以没有关

于金大迁校的决议。陈裕光分别于1937年9月8日、

10月23日从南京，12月28日从汉口致函各校董会成

员，通报相关情况。但是，校方未主动请求校董对迁

校问题进行决策。1938年1月13日，5名校董及1名
特邀人士在上海召开校董会暨执行与经济委员会成

员非常会议，批准金大校方迁校这一非常之举，但表

示此系暂时措施，一旦局势稳定，学校将迁回“永久

的基地”南京。

较之校董会，在1937年9月至1938年初期间，金

大校方及陈裕光就南京局势与学校情形，与创始人

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不过在11月中旬迁校之前，陈

裕光从未向创始人会确定金大迁校与否及迁校的目

的地，也未请创始人会作出相关决策。11月 15日，

创始人会代表吴惠津(W. Reginald Wheeler)致函陈裕

光，认同在当前的局势下金大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迁校摆上议事日程。他建议迁到武昌，因为比较节

省经费。不过强调这是“个人询问”，而非创始人会

的授权。他相信金大行政人员的决定。11月 23
日，吴惠津再致函陈裕光，称其从新闻报道中获悉金

大已迁校至成都，故询问确切消息。此时，创始人会

讨论了金大有无解散或在南京恢复办学的可能性。

与会者认为，内迁费用昂贵，日占区内的教会大学均

迁往四川，在物质上和经济上无可能，等到形势稳定

之后，金大在南京继续办学可能更“明智”。在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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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发出前，吴惠津收到陈裕光写于 11月 7日的信。

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造成信息延误，吴氏获得的金

大校方消息截至 11月 7日，故其获悉的应是已停课

并准备迁校的消息，而非已经迁校。当然，新闻报道

基本无误，金大确于这段时间内决定并实施迁移。

吴在信中提及创始人会会议中的观点，未载于会议

记录，所以这仅为个人建议，而非创始人会的正式

决议。

12月初，陈裕光致函葛思德，宣称金大被迫关

闭，并将教职员与学生迁往安全地点。这是金大校

方正式向创始人会通报迁校。12月28日，葛思德代

表创始人会肯定校方的举动，“我们认识到此类事务

必须由当地的校方决断”，不过还是建议当南京的局

势稳定下来之后，可以在南京的校园内恢复一部分

课程(例如农学)。

在迁校前及迁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创始人

会未对校方的迁校举动作出任何决议。1938年 2
月，毕律斯致函创始人会，请求得到其官方决议，直

接原因是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反对在得到创始

人会与校董会授权前迁校(详后)。直到 3月 16日，

创始人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批准 1月 13日校董

会暨执行与经济委员会成员非常会议的会议记录，

接受并批准金大校方暂时内迁之举。

概言之，在金大迁校前，创始人会未动用正式决

策机制，而是由会长和秘书以个人身份与校方进行

沟通，表达关切，在迁校行动发生之后予以认可。这

也是校方在危急关头断然迁校而少有顾忌的重要原

因。在教会方面看来，保证金大的办学与校产安全

是首要的，在何种政治势力治下办学则是次要的，所

谓南京局势的稳定既有可能是中国军队光复南京，

也有可能是日本占领当局在当地进行常态性占领统

治。在迁校前后，陈裕光与创始人会成员保持频繁

联络，通报情况，以求获得对方的理解。他可能深

知，创始人会最在意的是保持金大基督教教育的稳

定运行和校产的安全，不到万不得已学校不迁离南

京。因此，除了局势不定与经费支绌，金大治理架构

中的教会背景是迁校前校方态度犹疑的重要原因，

这是影响校方内迁决策的“美国因素”之一。此外，

美国在抗战初期的“中立”姿态是传教士凭恃的另一

个美国因素。

陈裕光回忆称，“在迁校问题上，一部分美国传

教士对局势估计不足，对迁校抱无所谓态度，显然他

们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

人干扰”。所谓传教士“无所谓”的态度，事实并非

全然如此。在美传教士(创始人会)十分在意金大迁

校与否，校内许多传教士(美籍教师)则明确反对迁

校 ，例 如 之 后 留 守 南 京 的 史 迈 士 (Lewis S.C.
Smythe)。在迁校之际，他曾严厉批评教师与学生的

迁离之举。尽管史迈士很快改变了看法，但仍有传

教士持续激烈反对内迁，代表人物即金陵大学(汇文

书院)前校长、校董福开森。

二、程序正义与政治考量：金陵大学内迁的争议

1937年12月29日，福开森致函在上海的金陵大

学校董会主席吴东初。1938年 1月 17日，吴东初回

信称，他不赞同福开森反对金大内迁的观点，认为此

举并非“完全是政治原因”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应急措施，权宜之计”。目前未查阅到福开森

致吴东初函，从复函内容判断，身为校董的福开森向

校董会质疑金大迁校，并认为此举是出于政治考量，

即校方追随南京国民政府的步伐内迁，在抗战中站

队中国一方。

1938年1月27日，福开森再次致函吴东初，指出

陈裕光在作出迁校决定之前未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

与吴东初联系，以便后者征求创始人会的意见，“在

进行西迁这个重要行动之前，这个程序是绝对需要

的”。他认为中国的教会大学不应遵照国民政府的

大学内迁政策，因为金大是为南京及周边地区的人

民开办的，“即使这些地区被外国人占领”，仍应在此

地办学。福开森坦承金大可在侵略者治下继续办

学，并严厉批评校方迁校决策的程序与金大治理架

构不合。在致创始人会名誉会长史密尔(Robert E.
Speer)的信中，福开森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具体。他

认为，校长与校方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教育部的指令

或是否关闭金大，但不能将金大及其设备迁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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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金大必须在南京开办。

1月22日，福开森发电报给金大校方，内容应该

也是质疑迁校的合规性。2月 22日，陈裕光复函福

开森，对各种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他表示，校方与

董事会、创始人会保持密切的沟通，并及时报告校方

的计划，“相信几乎每个人都赞成我们的计划，对此

建议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并称“已准备好迅速返回

南京”。他还向福开森介绍沦陷后南京城内悲惨的

境遇。关于最后一点，陈裕光在给葛思德的信中说

得更加直白：“他(福开森)没有渠道获悉长三角地区

的真实局势，我们确定当时将我们的教职员和学生

迁出是正确的，否则我们许多人将在那时南京可怕

的日子里被杀害或遭受极大的折磨。”

2月 4日，留沪校董会成员开会决议，认为福开

森对时局的理解有误，支持陈裕光的举措。4月12
日，创始人会会长德惠廉(John W. Decker)致函福开

森，强调创始人会事后同意校方的紧急行动决定，同

意校方应在迁校前与创始人会商议，但“有不可避免

的紧急情况阻碍商议”则可例外，创始人会认定迁校

即属此种情况。可见，创始人会、校董会和校方均

认为迁校如此重大的举措应得到创始人会和校董会

的授权或许可。正如此前校长更替、立案与“南京事

件”的应对等重大事项，均由理事会(校董会)与托事

部(创始人会)决定，或由校董会拟订方案后交由创始

人会决议。故此次迁校决策明显有违常规的治理

框架，正是福开森不断质疑的焦点。而创始人会、校

董会和校方对此质疑的解释是事出急迫，在当时的

通讯条件下无法依步骤进行会议决策(从当时的通

信状况看，南京来往纽约的水路信函往往需要半个

月，而航空快信也需要一周以上时间)。在迁校之

前，校董福开森、创始人会及其成员、校董会其他成

员均未对迁校明确表态，这应该是出于他们不在南

京现地而持谨慎态度和对校方的信任。因此，在迁

校问题上，除了福开森之外各方无根本性分歧，校方

的“主动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既有治理构架没有

根本性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城的国立中央大学内迁重

庆“鸡犬不留”相比，金大并未完全迁走。在学校绝

大部分师生选择内迁之际，除了小部分教职员离校

外，还有35名中外籍教职员选择留驻南京，南京校园

内特设由7名中、美籍教职员组成的“留京应变委员

会”(Emergency Committee in Nanking)，由历史系教授

贝德士(M.S. Bates)任主席。该委员会处理金大留京

的一切事务，特别是校产守护。

金陵大学部分外籍教职员留守南京，既是出于

校方的决策，也是他们本人的意愿，后者可能更重

要。其中的关键原因是该校财产系美国人所有。在

立案之后，金大校产的所有人仍为美国的托事部，由

托事部租给校董会使用。至 1937年，金大校董会开

始与托事部谈判南京校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校董会之

事，于 3月 22日向美国驻华大使馆通报此事。但卢

沟桥事变爆发后，校长陈裕光致函美国大使馆，强调

“金陵大学所有的土地都是美国财产”。因此，金大

校产的美国属性是战事爆发后校方与大使馆均持有

的立场，况且当时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

陈裕光回忆称传教士“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

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干扰”。美国政府与驻华

使领馆一向关切在华美国公民与机构的生命财产安

全，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从 8月中旬至 12月

初，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持续受到日军的轰炸，美国在

宁机构与公民受到重大安全威胁。美国政府与驻华

大使馆一方面向日方提出外交抗议，进行交涉，另一

方面多次劝告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

国籍教师在内的美国公民撤离南京，但很多美国公

民并未离宁。日方的动机之一是以此逼迫南京的各

国外交人员与侨民离开。

有许多美国公民在日军轰炸南京期间和占领南

京后都没有撤离。比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

华群(Minnie Vautrin，现通常译作“魏特琳”)称美国大

使馆问过在宁美国公民两个问题：“第一，现在你能

撤离吗，或者你认为现在走不开?第二，如果南京陷

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你愿意到美国大使馆的防空洞

来躲避吗?”她和金大教授贝德士的态度一样，“万一

形势变得非常排外，我们在这里将会危及我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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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事，我们当然会离开”，但如果可以在此地帮助

一些人的话，则愿意留下。此后，金陵大学与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的一部分外籍教师留驻南京，主要理

由是南京的形势还没有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而且

他们相信美国大使馆保护美国财产与公民安全的能

力，正如上文所引陈裕光的回忆。的确，美国大使馆

方面既劝告美国公民撤离，又向外界和日方宣示金

陵大学财产的美国属性以及日军不得侵犯之。如

此，南京教会学校的美籍教师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

他们面临战火的威胁，本国政府希望其离开南京；另

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愿意守护校产，而且本国政

府也对外宣示保护校产的决心，这无疑增强了他们

的决心，因而反对迁校，或赞同迁校而选择本人

留守。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金陵大学

鼓楼校园作为国际安全区的一部分收留和保护中国

难民。1938年3月，南京大屠杀基本平复后，金大留

守教职员利用本校设施办理各种教育机构，直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就意味着，在太平

战争爆发前金陵大学事实上同时在大后方与南京沦

陷区办学。金大留守教职员之所以办学，最重要的

依仗是校产的美国属性。在美日未交战前，日本占

领当局对此有所忌惮。另一方面，校方如果放弃南

京校产，则是对创始人会和各合作差会的“背叛”。

从创始人会角度言之，金大在内迁的同时留驻本校

人员和机构，内迁之举才具合规性。因此，金大的内

迁与留守并存及战时“两地办学”，美国因素发挥很

大作用。

三、校产所有权与政治忠诚：关于金大回迁问题

的歧见

在抗战爆发之初，大批高校内迁或迁移，但没有

人能完全确定内迁的时限会多长。如前所述，金陵

大学内迁之后，在上海召开的校董紧急会议暨执行

委员会会议与美国的创始人会会议先后决议批准内

迁，称此为“暂时举措”。既然内迁是暂时性的，就意

味着事态平息后可以回迁，回迁方符常规。况且，虽

然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南京校园遭受破坏，但金大南

京留守团队依旧维持校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

“部分不迁”使得回迁具有现实可能性。

在彼时，金大回迁在理论上隐含两种可能的逻

辑前提：一是中国取得抗战重大胜利，中国军队短时

间内光复南京，继而局势稳定，金大迁回南京办学。

二是日军占领并完全控制南京及周边地区，在一定

程度恢复秩序后金大回迁，在日伪治下办学。福开

森一直持第二种逻辑反对金大迁校，继而又希望尽

快回迁，循滞留沦陷区其他教会大学之例。晚至

1939年1月，福开森在美国出席创始人会午餐会，还

提出金大尽早迁回南京，而且留宁教职员应与伪政

权接触。其实，创始人会与福开森的基本逻辑并无

二致。在迁校过程中，当大部分教职员抵达汉口时，

创始人会提议考虑在南京部分开学的可能性。这就

等于说停止全面内迁，或让一部分教职员折返。正

在此时，已经撤离南京的部分美籍教职员希望返回

南京。

以上两种逻辑有本质性的差别。对传教士而

言，他们不需要承担抗战的责任，而且此时美国为

“中立国”，保证在华办学的安全是首务，至于在何人

治下办学则无关紧要。陈裕光代表的校方持第一种

逻辑。1938年2月22日，陈裕光致函福开森称“我们

已经准备好迅速返回南京。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考

虑到这一点的。我们觉得，若我们能团结起来，作为

学校整体进行迁移，即返南京的道路是开放的”。

话虽如此，但符合他期待的回迁时机并未到来，而且

“准备”回迁与“暂时”内迁相对应，符合彼时与金大

相关美国教会语境中的“政治正确”，多少有安抚福

开森的用意。

在内迁后的最初几年，创始人会颇关心金大何

时可回迁。1938年 4月，陈裕光回复创始人会关于

何时回迁的问题，称他已向贝德士咨询“今秋在南京

是否有恢复办学的条件”，贝氏回复“相当难预测”，

所以金大得继续留在成都办学，而且金大还须担负

“国家使命”，培养青年人。显然，陈裕光与美国传

教士最大的不同是其持明确的民族国家立场。1938
年11月，陈裕光告知创始人会，金大将在成都驻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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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3年，如战争结束，将在最短时间内迁回南京。当

时正值武汉会战结束，虽然中国军队失败，大片国土

沦陷，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局势愈发严峻，

但中共和许多朝野人士均预见到坚持抗战和最终胜

利的希望。结合当时的军政局势，陈裕光此时的告

白，明确表达中国在大后方能够坚持抗战的信心，

“战争结束”即中国取得抗战胜利，而非日本全面征

服中国而宣告侵华战争终结。

同样是站在教会立场，留守当地的贝德士等人

对南京局势的研判要直观得多。他在1938年4月判

断南京当前与未来局势难有转机，“不主张在南京或

在上海恢复各学院的工作”。此时虽然南京大屠杀

已结束，日军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渐渐恢复南京的

市面秩序，但贝德士仍切身体认到日军对外国人士

与教会抱敌视态度，“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事态会持续

好转或是朝着理性方向发展”。贝德士的另一个判

断是日本及伪政权在沦陷区的统治并不稳定。1939
年5月，他认为在此时期制定长期政策是不可能的，

因为各个统治当局的举措多变，彼此不一致，所以只

能采取一种“应变机会主义”的立场。这里虽然没

有专门提及金陵大学，但说明当时日伪治下的南京

局势动荡，即使教职员返回，依旧无法正常办学。

然而，与创始人会相似，贝德士的见解实质上无

关乎政治忠诚与战争正义。他曾与妻子明言，如果

战争继续，金大内迁的教职员不会回迁，但“在达到

某种和平的情况下”，生活的困难会抵消他们对伪政

权的反感。此意即大后方生活困苦，加之沦陷区局

势缓和，内迁的教职员会返回南京。之后金大在大

后方坚持办学的事实证明，这仅为贝德士个人的

臆测。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对创始人

会而言，金大在成都平稳有序的办学虽在客观上增

强不回迁的现实说服力，但真正对自身态度起主导

作用的是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尤其是贝德士等美籍

教师对时局的判断。1939年 2月，陈裕光答复创始

人会称，在成都的教职员“百分之百反对在此非常时

期返回南京”，在南京的7位教职员“在此时表示极大

的不安”，有些人觉得不会在南京待多长时间了，有

一位已绕道香港来大后方，所以他断定将教职员及

其家属与设备回迁南京是不可能的。

质言之，在抗战正酣之际，金大回迁沦陷区的政

治意义很明确——“附逆”。对于这一点，虽然在美

的创始人会与在华传教士不可能毫无体察，但他们

不认为这对办学是最重要的。上文显见，陈裕光对

此多有歧见，只不过表达得比较委婉。在当时，他的

态度在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群体中极具共性。1939年
4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高等教育参事会(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会议在香港召开，13所中国教会大

学校长参加。在此会议上，所有与会者一致认定三

项原则：“维护基督教品格、学术自由和国家忠诚(特
别是在当前中国国难时期)。”其中 11所大学校长认

为因战争关系“有必要将其教育工作从原址迁出，成

为流亡大学”，会议呼吁“所有热爱这些教会大学与

这些学校所服务国家，在此国难时期团结起来，与我

们一起作出牺牲，毫不妥协地捍卫这些理想”。这

无形宣告，大后方的教会大学回迁沦陷区是一个没

有必要讨论的议题，在国难时期理应对国家保持忠

诚，而且将内迁作为一种政治表态。金陵大学就在

其列。会后，陈裕光致函创始人会，将第三点原则称

为“忠于国民政府”，大会要求与会代表加以维护，即

使有外部干涉而关闭各校，“也不放弃对这三项原则

的忠诚”。

1939年7月，创始人会召开年会，德惠廉刚访华

后返美，他在会上宣称“目前没有必要考虑迁回南

京”。既然创始人会定调金大短期内没有必要回

迁，那么各方在此问题上的歧见转变为不回迁的

共识。

创始人会与金大美籍教师希望回迁或追求回迁

的可能性时，有两项现实考量：一是校产所有权属于

美国人；二是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事

实上未占据南京校园和校产。其中第一项直接影

响各方的行为逻辑，也对第二项产生影响。首先，

美国政府声称要保护战争中本国公民与财产，美国

大使馆认定金大校产的所有者是美国创始人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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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驻华大使馆特别强调日军在战事中应避免侵

犯美国财产。而日本政府在形式上承诺关切包括美

国公民在内的第三国国民在华生命与财产安全，并

提供方便，使其撤离到安全地点。尽管在战争初期

日军有意将战火波及在南京的外国侨民与外国机

构，甚至于12月12日炸沉美国“帕奈号”炮艇与3艘
美国商船，但美国未因此与日本发生军事摩擦。南

京沦陷后，美国大使馆仍留驻南京，体现美国势力的

存在。

其次，校方极力向日本当局宣示校产的美国属

性，欲借此保护校园的安全。在内迁之际，金大校园

及周围教职员住宅遍插美国国旗，并在各处张贴美

国驻华大使馆派发的标识有美国财产的海报。相

似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找出早已不用的“大美国女

子学院”牌子挂在校门口，以备日本人进占南京后使

用，华群认为这样“可能对我们更有利”。南京保卫

战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期，金大校园遭受日军较大

破坏，日军时常进入校园实施各种战争犯罪行为，并

伤及美籍教职员。当时负责南京校园的贝德士时常

通过美国大使馆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抗议和索赔，

强调金大所有校产归美国人所有。而事实上，金大

的农场所有权并不属于美国人。如不计农场，美国

校产的损失则不大，只有将农场包括进去，才能“切

实强化校产归美国人所有”。

最后，由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校产的美国属

性，无论是创始人会、美籍教职员，还是一些中国籍

教职员，常抱有日军不会侵犯金大校园的奢想。如

1937年 10月 18日，创始人会助理秘书易魁士(C.A.
Evans)就信心满满地对毕律斯表示，“金陵大学被登

记作为美国机构的事实似乎阻止了日本人轰炸校

园”。虽然日军对金大校园进行破坏，但并未占据，

财产与设备损失尚不严重。因此，南京校园相对完

好地维持为主张回迁者提供事实依据。这种行为逻

辑的另一种变形是因为日伪当局对南京校园产生威

胁，所以回迁可构成金大在南京办学的既成事实，作

为保护校产的一种有效手段。

然而，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日本与英美等国关

系愈益恶化。在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下，金大南京校

园也渐受日军觊觎。1939年初，贝德士向校方报告

称，日军计划租用金大的苗圃作为训练场，遭其拒

绝，他的态度得到美国大使馆的支持。对此，创始

人会认为彼时已有其他教会大学受到出售或出租校

产的压力，请贝德士抵制类似提议，并称“我们将面

临返回南京这一问题”。言下之意，校产不得有损

失，以免影响回迁。1940年 10月，美国国务院建议

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东方，并派军舰到长江协助上海

到汉口一带各口岸的撤侨工作，所以成都校方研判

沦陷区的局势将更加恶劣，致函南京称“把教职员的

生命安全摆在保护校产之前，可以放弃手头所有工

作”。南京校产已危如累卵，回迁的可能性彻底化

为泡影。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宣战，

两国关系发生质变，金大校产作为“新敌产”被日军

没收。

四、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金陵大学较早完成内迁。

由于教会大学拥有英美背景，又鉴于抗战初期日本

与英美在华关系特殊，所以很多教会大学并未在战

争爆发后的第一时间迁校。相较而言，在教会大学

中金大内迁无疑是最迅速、最直接的。同时，金大

的部分中、美籍教职员留守南京维护校产，形成战时

高校内迁中的“部分迁/部分不迁”。在内迁的抉择

与事后各方多有争议，而且在不短的时间内回迁亦

存可能性。这些行为过程既体现金大校方决策的主

导性，又有国民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受到广义美国

因素的制约。

在迁校决策过程中，以陈裕光为首的金陵大学

校方在迁校问题上握有极大的主动权，这是金大治

理框架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非常状态，但并未突破

既有治理体制。福开森的质疑反映出治理结构的程

序正义仍对校方有极大的作用，也昭示中美双重属

性与国家民族忠诚之间充满扞格。其实，从七七事

变爆发至11月下旬迁校，校方态度游移不定，这固然

直接取决于南京局势的变化，但亦与创始人会、美籍

教职员、传教士的态度有关，美国方面在战争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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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庇护使得校方在某些时候心存不迁的侥幸，

而南京校产又是掣肘内迁的实物负担。因此，在迁

校之际，出于对各种美国因素的考量，校方设立由美

籍教师贝士德负责的留守团队守护校产，造成事实

上的“部分不迁”。

抗战时期，部分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之所以留

在沦陷区办学，保护校产是一项重要考量。教会大

学情形类似，但不完全相同。大致而言，各教会大学

校产的所有者是美国教会，使用者是校方，所有权与

使用权分离。所以在金大创始人会及美籍教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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